
 

 

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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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 2010−2015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

调查数据，构建了城市出口增速放缓指标及基于全球总体贸易需求下降的“Bartik 工具变量”，从多

维视角有效识别了中国出口增速放缓对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出口增速

放缓显著降低了当地 15−64 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 1 000 美元/人，当地劳

动力就业概率则下降 3.7%。出口增速放缓使得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进行重新配

置，制造业和雇员就业概率下降，而服务业和自雇身份就业概率则上升，从而产生就业调整效应。机

制检验表明，出口增速放缓对当地可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冲击，继而以降低劳动力需求来

推动就业调整；而非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一冲击。另外，基于当地劳动力

失业原因与求职表现的研究进一步为这一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有效化解贸

易风险和深入推进就业优先的双重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关键词：  出 口 增 速 放 缓 ； 区 域 劳 动 力 市 场 ； 就 业 调 整 ； 企 业 绩 效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1）01−0135−18

DOI: 10.16538/j.cnki.jfe.20200815.201

一、引　言

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贸易理论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核心议

题。一国参与贸易开放虽然可以在整体层面上改进社会福利，但也会因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技

能的差异而产生分配效应（Goldberg 和 Pavcnik，2007；Pavcnik，2017）。国家内部的地域差异近十

多年也成为贸易分配效应分析的重要切入点，并成为困扰公众认识贸易福利收益的重要阻碍。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风险日益凸显，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进入新的分工演进

结构调整期，随之相伴的是 2011−2016 年全球贸易发展呈现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的疲软态势。

全球贸易需求的下降使得同时期的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出现下降态势，并在 2015 年首次出现负增

长。①中国加入 WTO 之后，对外贸易被视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出口扩张在区域经济发展

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经济结构转型（Erten 和 Leight，2019）、劳动力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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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表明，2012−2015 年中国外贸增长的预期目标分别为 10%、8%、7.5% 和 6%，而外贸的实际增长则分别为

6.2%、7.6%、3.4% 和−7%。外贸的实际增长率一方面未实现当年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呈不断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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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迁移（Facchini 等，2019）、农业生产率提高与农村脱贫（Tian，2020）、技能需求导致的人力资本调

整（Li，2018）等。然而，2011−2016 年中国的出口增速放缓意味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

会减弱，甚至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虽然近几年全球贸易和中国贸易增速有所回升，

但可以预见，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国际政治经济风险凸显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等不确定性事

件的频发，未来的国际贸易增长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本文尝试从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贸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关

系。具体而言，本文使用 2010−2015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山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2012 年、2014 年

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2011−2015 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以及 2010 年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试图就出口增速放缓是否抑制就业、劳动力资源如何配置以及背后的影响机制做

出合理的揭示和解释。研究发现，出口增速放缓显著抑制了当地 15−64 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

率，从城市层面劳动力工作参与的视角得到了出口增速放缓的地区相对效应。面对出口增速放

缓的负面冲击，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重新配置，就业调整效应显现。此外，出

口增速放缓对当地可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冲击，企业会以降低劳动力需求的形式将负

面冲击转嫁给工人，即劳动力失业原因来自企业层面因素以及未就业劳动力的求职更加困难。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不同于现有文献基于进口竞争和出口扩张的分析视角，本文以

中国劳动力动态微观调查数据中的劳动力就业表现为研究对象，基于出口增速放缓这一新的视

角研究了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调整与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出口与劳动力

市场研究的边界。第二，本文利用 2010−2015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了城市人均出口增速放缓

指标，基于 2010−2015 年全球贸易需求下降的事实构建“Bartik 工具变量”，揭示出口增速放缓虽

然会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促进了当地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在不同部

门以及不同就业身份之间的就业调整反映了同时期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事实。第三，本文基于

企业经营绩效的视角探讨了出口增速放缓影响劳动力就业的机制，同时通过对劳动力失业原因

与未就业劳动力求职表现的分析为验证企业经营活动作为影响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本文结论

不仅对理解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的经济社会影响起到了有益补充，也为我国协同推进全方位对外

开放和就业优先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涉及福祉民生，现有文献主要从行业层面技能工资溢价（Feenstra 和

Hanson，1999）、企业异质性的收入不平等（Verhoogen，2008；Amiti 等，2012）、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就

业与工资调整（Topalova，2010；Autor 等，2013；Kovak，2013）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对于中国的

经验证据，进口竞争和出口扩张构成了现有文献研究国际贸易影响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两个

主要视角（张川川，2015；戴觅等；2019；Erten 和 Leight，2019；刘铠豪等，2019）。虽然现有文献从进

口竞争和出口扩张的视角对贸易与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但

从地区出口增速放缓的视角对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研究还相对比较有限。①这里需

要提到的是，Campante 等（2019）从全球贸易需求下降导致 2013−2015 年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的视

角，考察了其政治经济后果，主要体现为当地政府在公共安全领域的财政支出以及当地政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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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世界贸易需求下降的冲击，本文并不排除地区内有些企业出口继续扩张，有些企业出口出现放缓的事实，本文主要是采用现有文献

中的区域劳动力市场研究方法关注于地区出口增速放缓的负面宏观经济冲击对当地个人就业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数据限制，并未讨论因企业

异质性造成的出口扩张或放缓进而对其员工造成的冲击。因此，基于 2010−2015 年世界贸易需求下降所导致的地区出口增速放缓为本文提

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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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晋升变动等方面的影响。虽然该文没有直接研究出口增速放缓对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

调整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其研究思想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接下来，本文结合现有相关文献进

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传统的文献认为贸易开放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前提是劳动力跨地区迁移受到政策

限制。Kovak（2013）在一个李嘉图-维纳（Ricardo-Viner）特定生产要素模型的理论框架下，证明了

地区劳动力的工资变化等于当地不同的产业就业结构对产品价格变化的加权平均，为区域劳动

力市场应对贸易冲击进行就业和工资调整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理论上，进口扩张或

进口关税削减会产生进口竞争效应，劳动力跨地区迁移受户籍政策限制以及产业结构存在明显

的地域性特征，进口竞争可以通过不同地区的产业就业结构差异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

工资增长。例如，Topalova（2010）根据印度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构建地区层面的贸易开放程度指

标，研究发现贸易影响较大的地区，脱贫的进程更加缓慢。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

结果，戴觅等（2019）以中国加入 WTO 为政策冲击，根据地区的产业就业结构构建城市层面的进

口关税削减指标，研究发现受冲击较大的城市工资增长相对较慢。按照上述逻辑，出口需求下降

或出口增速放缓会从需求侧对产品价格造成不利冲击。由于中国各个城市占主导的企业行业类

别差异巨大，不同行业的就业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直觉上，如果某个行业在某个城市所占

的就业份额比较大，那么这一行业的出口需求下降会对该城市的劳动力就业带来更大的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全球总体贸易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出口增速放缓，而出口增速放缓通过产业结构的地

域性特征对不同城市劳动力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劳动力迁移是贸易影响劳动力市场调整非常重要的机制。McCaig（2011）研究发现越南出口

市场的开放增加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长，进而吸引了更多的外来

人口。Facchini 等（2019）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政策不确性下降导致的出口扩张促进了中国不同地

区之间的劳动力迁移，并使得当地非技术工人的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虽然出口扩张会导致劳动

力的跨地区迁移，但劳动力市场存在粘性以及跨地区迁移受户籍政策限制，面临进口竞争等贸

易的负面冲击时，劳动力在做迁移决策时，短期内更倾向于留在同一个地区（Autor 等，2013；Dix-

Carneiro 和 Kovak，2017），劳动力的跨地区迁移相较于贸易的负面冲击滞后 7−10 年（Greenland

等，2019）。当劳动力的跨地区迁移不明显时，为了实现劳动力的供需均衡，本地劳动力在受到贸

易冲击时会在地区内部的不同部门和就业身份之间进行边际调整。例如，Autor 等（2013）研究发

现进口竞争会对当地制造业部门产生负面冲击，进而使得当地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进行就业调

整。此外，劳动力还会通过在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重新配置对贸易冲击做出调整（McCaig

和 Pavcnik，2018；Dix-Carneiro 和 Kovak，2019），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也表明最终品与中间品贸易

进口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何冰和周申，2019）。同理，如果地

区层面的出口需求下降或出口增速放缓不会对劳动力的跨地区迁移造成显著影响，那么，当地

劳动力在受到出口增速放缓的负面冲击时，会在地区内部的不同部门和不同就业身份之间进行

边际调整。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2：面对出口增速放缓的负面冲击，当地劳动力会在不同部门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重新

配置，从而产生就业调整效应。

许多文献从企业层面的视角考察了贸易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邵敏和包群，2011；Amiti 等，

2012；李胜旗和毛其淋，2018），认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在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中占有

赵春明、李    震、李宏兵：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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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位。出口贸易的需求下降虽然不会像进口扩大那样从供给侧对企业经营带来竞争效应，

但会从需求侧恶化企业的经营环境。出口增速放缓作为一种贸易负面冲击会对产品的相对价格

造成不利影响，而企业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又会对当地可贸易部门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冲

击。在短期资本固定的条件下，企业维持生产成本进而以降低劳动力需求的形式将这些负面冲

击转嫁给劳动力，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当地劳动力失业的主要原因来自企业层面，如企业经营

不善、裁员等；另一方面，当地未就业劳动力的求职情况更加严峻，如工作单位对劳动力的要求

提高、劳动力求职时对全职工作的要求下降等。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3：当地可贸易部门企业的经营绩效恶化、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来自企业经营不善以及

未就业劳动力求职情况困难是出口增速放缓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重要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 2010−2015 年中国出口增长放缓的视角，考察其对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影

响，利用全球贸易需求下降的事实构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irt = α+βExpS hockr,t−1+γX+µr +λt + ξirt （1）

Yirt

ExpS hockr,t−1

X

µr

λt

ξirt

其中，被解释变量 为城市 r 的劳动力 i 在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就业表现，如是否参与工

作、在哪个部门工作、就业身份、未工作原因及求职表现等；核心解释变量 为城市

r 在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相较于上一年的出口增长幅度； 为一系列的个体特征变量和同

时期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变量，如个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及父母受教育水平、

城市年末总人口数、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比、职工平均工资、人均 GDP、外商直接投资额等；设置城

市固定效应 是为了排除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宏观因素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干

扰；设置时间固定效应 是为了排除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宏观因素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干

扰； 为随机扰动项。回归时，将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

（二）变量定义与构建

1. 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出口增速放缓

本文参照 Campante 等（2019）的研究思路，定义城市层面的可贸易部门出口增长变化，以反

映当地的宏观经济冲击。首先，构建城市层面的人均出口值，如下式所示：

Exportrt =
∑

f∈r

∑
k

exportr f kt

Lr,2010

（2）

exportr f kt

Lr,2010

其中， 表示城市-企业-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值，其中 k 表示海关数据库中的 HS-8 产品类

别。由于回归方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微观个体层面的就业表现，因此进一步采用 2010 年各个城

市 15−64 岁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城市层面的人均出口值， 为 2010 年

城市 r 的 15−64 岁适龄劳动力数量。 t 表示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样本中的年份，即 2012 年、

2014 年和 2016 年。构建城市层面的出口增长变化时，将时间窗口滞后一期，具体如下式所示：

ExpS hockr,t−1 = Exportr,t−1−Exportr,t−2 （3）

ExpS hockr,t−1根据式（3）可知， 表示城市 r 在 t–1 期的出口值（千美元/人）相较于 t–2 期的增长

变化。为便于实证结果的解释与分析，本文在具体实证中采用城市出口增长幅度的相反数进行

回归分析，以反映城市出口增速放缓这一事实。因此，该值越大，则表示出口增速放缓程度越高；

反之越低。由此可知，本文构建的城市出口增长变化冲击的时间窗口为 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 ， 分 别 对 应 劳 动 力 动 态 调 查 数 据 样 本 中 关 于 劳 动 力 就 业 表 现 的 2012 年 、 2014 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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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这三个时间窗口。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原因在于：一是贸易冲击影响区域劳动力市

场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双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出口增长幅度

在不同分位点城市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表明出口增长幅度的下降程度在不同城市存在较大差

异，其中，2014−2015 年人均出口增长幅度在不同城市的标准差为 0.34。

我们根据 2010−2011 年和 2014−2015 年的出口放缓幅度从 120 个样本城市中列举了前 5 大

城市和后 5 大城市的信息，以分析不同城市出口放缓的特征事实。如表 1 所示，这一时期，出口

放 缓 幅 度 最 大 的 城 市 是 深 圳 ， 其 在 2010−2011 年 的 出 口 增 长 约 为 4.519 千 美 元 /人 ， 但 在

2014−2015 年的出口增长约为−2.226 千美元/人，放缓的幅度约为 6.745 千美元/人。除了深圳，这

一时期出口放缓幅度最大的另外 4 个城市分别为珠海、厦门、上海和乌鲁木齐，可以看出它们大

多数在 2014−2015 年经历了负的出口增长，其主要产业大多是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或者其他

通用设备制造业。出口放缓幅度最小的 5 个城市分别为玉溪、百色、揭阳、西宁和遵义，这几个城

市出口的增长幅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其主要产业为纺织服装、服饰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等。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出口放缓幅度进行区分的城市有的位于沿海，有的地处内陆，表明出口

放缓幅度与当地的产业结构有关。
 

表 1    出口增速放缓在不同地区的分布

城市 省份 主要行业 2010−2011 年 2014−2015 年 出口放缓幅度

面板 A：出口增速放缓幅度最大的 5 个城市信息

深圳 广东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519 −2.226 6.745

珠海 广东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456 −0.177 2.633

厦门 福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510 0.114 2.396

上海 上海 通用设备制造业 1.548 −0.756 2.305

乌鲁木齐 新疆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926 −0.988 1.914

面板 B：出口增速放缓幅度最小的 5 个城市信息

玉溪 云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56 0.563 −0.508

百色 广西 纺织服装、服饰业 0.022 0.254 −0.232

揭阳 广东 纺织服装、服饰业 0.177 0.404 −0.227

西宁 青海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118 0.325 −0.207

遵义 贵州 皮革、毛皮、羽毛以及制品和制造业 0.012 0.134 −0.122
　　注：出口增速放缓指标的单位为千美元/人；所选取的城市来自本文实证分析中的 120 个样本城市；主要行业根据 2015 年每个城

市的制造业行业就业比重测算得到。
 
 

2. 工具变量：城市出口需求下降冲击

为了进一步识别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基于全球

贸易需求下降的事实构建“Bartik 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计。2010 年以后，全球贸易发展呈现低

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疲软态势，虽然生产布局等结构性因素对全球贸易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

这 一 时 期 全 球 总 体 贸 易 增 速 下 降 主 要 是 由 各 国 需 求 疲 软 、 投 资 不 足 等 周 期 性 因 素 造 成 的

（Aslam 等，2016；戴翔，2016）。而针对同时期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的成因，Qian 等（2017）研究认为

这一时期中国贸易的增速放缓也是由需求不足等周期性因素主导的结果，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相对较小。葛阳琴和谢建国（2018）得到了与 Qian 等（2017）类似的结论，研究发现全球贸易需求

下降是中国 2011–2014 年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全球贸易需求水平的下降和需求结构

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贡献率为 85.9%。如果中国出口放缓主要是源于全球

总体贸易的需求下降，即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是中国外贸发展变化的外生驱动力量，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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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采用全球范围内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来反映中

国的出口需求冲击。具体构建如下式所示：

ExpS hockW

r,t−1
=
∑

k

Xkr,2010

Xk,2010

∆XW
k,t−1

Lr,2010

（4）

∆XW
k,t−1 = XW

k,t−1−XW
k,t−2

Xkr,2010/Xk,2010

Lr,2010

Lr,2010

Lr,2000

其中， 是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在产品 k 层面上的贸易往来

（即出口值）。根据不同城市在产品 k 上的出口强度，将产品层面的世界贸易需求加权平均到城

市 层 面 。 权 重 表 示 不 同 城 市 在 产 品 k 上 的 出 口 强 度 ， 然 后 根 据 2010 年 不 同 城 市

15−64 岁适龄劳动力数量 进一步构建城市层面的人均出口需求冲击。与回归方程中核心解

释变量的构建思路一致，为了便于解释与分析，我们对城市出口需求冲击取相反数进行回归分

析。此外，为了排除因 使得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产生的相关性，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

进一步使用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 15−64 岁城市适龄劳动力数量 构建工具变量。①通过

上述分析，并结合式（4）的构建，不难发现：一方面，中国外部贸易的需求下降对中国区域劳动力

市场而言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另一方面，中国外部贸易的需求下降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速放缓进

而会对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产生间接效应。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第一，不同城市的劳动力就业供给变化、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与不

同就业身份之间的就业调整、劳动力失业原因以及未就业劳动力的求职表现等研究对象主要来

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该

数据库对中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样

本覆盖中国 29 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为 15−64 岁的家庭成员）。第

二，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出口增速放缓的数据来自 2010−2015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于每一家贸易企业，海关数据库提供了企业的所在城市、HS-8 产

品层面的进出口交易额。本文首先按照出口企业所在城市将企业-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值进行

加总，然后根据当地适龄劳动力数量将城市层面的出口值标准化为城市人均出口值，其中城市

适龄劳动力数量来自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将海关数据库、人口普查数据、劳动力动

态调查数据中的城市对应统一。第三，本文基于企业经营活动对出口增速放缓影响劳动力就业

表现的机制进行检验，其中企业雇佣员工数量、营业收入、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及市盈率等

绩效指标来自 2011−2015 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第四，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所使用的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数据来自世界综合贸易方案中的贸易进出口数据库，以及 2010 年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所用数据来自 2010−2015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实

证分析中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全部年份

当前是否工作 0.613 0.633 0.639 0.629

过去一年是否工作 0.675 0.683 0.691 0.683

农业部门工作 0.271 0.289 0.293 0.285

制造业部门工作 0.107 0.082 0.085 0.090

服务业部门工作 0.253 0.255 0.266 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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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口增速放缓与城市劳动力就业状态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是当地 15−64 岁劳动力是否参与工作对城市出口增

长放缓幅度进行回归的结果。为了控制宏观层面随时间变化以及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

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回归时加入了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当地劳动力参

与工作的概率与城市出口增长放缓幅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本文希

望研究不同城市的特定个体在不同时期因为出口贸易增长的宏观经济冲击所导致的就业参与

变化，然而不同个体是否参与工作还会受到年龄、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的影响，因

此，为了排除城市人口特征变化对当地劳动力参与工作概率的变化所造成的干扰，本文在列（1）

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列（2）的结果显示，当地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与城

市出口增长放缓幅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依然显著为负。虽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能够排

除宏观层面不可观测的因素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但控制当地随时间变化的可观测特征变量

有助于进一步得到有效的结果。因此，本文在列（3）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面的总人口数

量、制造业就业比重、人均 GDP、外商直接投资等其他影响个人是否参与工作的变量，发现结果

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根据前文构建的“Bartik 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以识别两者之间的因

果效应。列（4）与列（5）的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增长放缓幅度与劳动力参与工作概率之间的关系

依然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出口增速放缓程度越高的城市，当地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越低，即城

市出口增速放缓显著抑制了当地 15−64 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
 

表 3    出口增速放缓与当地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OLS OLS OLS 2SLS 2SLS

ExpS hockr,t−1
−0.023**

（0.010）

−0.027**

（0.011）

−0.036***

（0.011）

−0.034**

（0.016）

−0.037**

（0.018）

First-stage F-stat 10.516 14.263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4 086 44 086 38 613 44 086 38 613

R2 0.049 0.112 0.114 0.049 0.114
　　注：（1）*、**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2）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年龄、

性别、户籍、受教育水平、是否懂英语、母亲受教育水平、2010 年城市总人口对数值、2010 年城市制造业占比、城市工资对数值、城市人

均 GDP 对数值和城市 FDI 对数值。下同。
 
 

表 3 的基准回归结果背后有着较强的经济学含义。以列（5）的回归系数为例，城市出口增幅

每放缓 1 000 美元/人，会使得当地 15−64 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下降 3.7%。本文的实证策略

识别的是出口增速放缓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在不同城市之间的相对效应，即出口增速放缓程度

 

续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全部年份

是否是雇员 0.275 0.297 0.304 0.293

是否是雇主 0.029 0.012 0.015 0.018

是否是自雇 0.054 0.091 0.085 0.079

城市出口增长（人均千美元） 0.354 0.239 −0.015 0.190

出口增长（IV）（人均万美元） 0.287 0.075 −0.262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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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城市与出口增速放缓程度较低的城市之间在劳动力参与就业概率方面的相对差异，而出

口增长放缓使得当地个体参与就业的概率增长较慢并不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出口增速放缓会

对就业产生整体性的负面影响。本文的样本数据显示，所有的样本城市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出

口增长放缓的趋势，如果比较出口增速放缓程度 25 分位数和 75 分位数上的两个城市，这两个城

市在 2010−2011 年和 2014−2015 年出口增速放缓的程度分别为 16 美元/人和 402 美元/人，这意

味着相比出口增速放缓程度较小的城市，2012−2016 年劳动力参与就业的概率在出口增速放缓

程度较大的城市累计下降了约 1.4%。此外，当地个人是否参与工作的标准差为 0.482，这两个城

市个人参与工作概率上 1.4% 的变化差异相当于使所有城市个人参与工作的标准差在这一时期

平均减少了约 2.9%。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出口增速放缓显著抑制了当地 15−64 岁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概率。

理论上讲，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与李嘉图-维纳（Ricardo-Viner）模型结论，如果一

个部门受到贸易负面冲击，那么会降低该部门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并使得劳动力和资本等生

产要素重新分配到相对价格上升的部门，而在劳动力供给无弹性以及无劳动力市场摩擦的条件

下，劳动力资源的重配配置效应会抵消价格变化的冲击以实现充分就业状态。在区域劳动力市

场的分析框架中，如果当地劳动力不会因为受到宏观经济冲击的负面影响而在不同地区之间迁

移时，那么这一结果将意味着劳动力在地区内部进行边际调整，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在受出口增

速放缓直接冲击的可贸易部门与非直接冲击的不可贸易部门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以及参与工作

的劳动力在不同形式的就业身份之间进行调整等。接下来，本文将对区域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就

业调整进行详细分析。

（二）当地不同部门之间的就业结构调整

从理论上讲，出口增速放缓会对当地的制造业部门产生直接冲击，而受到非直接影响的部

门会因为就业的集聚溢出效应或不同部门的工资调整进而重新配置劳动力。因此，对当地不同

部门之间的就业结构进行分析时，本文主要考察 4 个研究对象，即劳动力是否到农业部门就业，

是否到制造业部门就业，是否到交通运输、仓储与邮电通信部门就业，是否到其他服务业部门就

业。跨部门就业调整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出口增速放缓与劳动力跨部门就业调整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农业部门 制造业部门 交通运输、仓储与邮电通信部门 服务业部门 任意部门就业

ExpS hockr,t−1
−0.035***

（0.012）

−0.023***

（0.005）

0.002
（0.003）

0.028*

（0.015）

−0.028*

（0.01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8 613 38 613 38 613 38 613 38 613

R2 0.352 0.132 0.036 0.160 0.112
 
 

表 4 中的结果显示，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城市出口增

速放缓显著抑制了当地个人到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就业的概率。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就

业调整体现为交通运输、仓储与邮电通信部门以及其他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概率上升。Autor 等

（2013）、Dix-Carneiro 和 Kovak（2017）等研究发现，当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制造业部门受到进口竞争

的负面冲击后，当地的非贸易部门会做出方向相反的就业调整，以缓冲进口竞争对区域劳动力

市场的负面影响。本文从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的视角得到了与现有文献类似的结果，表明区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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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会通过部门之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缓冲贸易的负面冲击的目的。

但由于劳动力供给弹性的存在以及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成本的存在，劳动力的就业调整仅起到了

部 分 缓 冲 效 应 。 表 4 中 列 （ 1） – 列 （ 3） 的 结 果 显 示 ， 当 地 不 同 部 门 之 间 的 整 体 就 业 净 效 应 为

−0.028（=−0.035−0.023+0.002+0.028）。当直接对是否到任意具体部门参与就业进行回归分析时，

列（5）的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0.028，这与部门之间的整体就业净效应一致，也与表 3 的基准回

归结果基本一致。①

此外，本文从劳动力的年龄组别和受教育程度组别来考察出口增速放缓对劳动力在不同部

门间就业调整的异质性影响。首先，本文将 15−64 岁的劳动力分为 10 个不同年龄段，以分析不

同年龄段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就业调整程度。图 1 的结果显示，当地出口增速放缓使得制

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年轻劳动力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并且相对于年龄较大的劳动力群

体而言，向服务业部门进行就业转移的也主要是年轻劳动力。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年

龄的工人跨部门流动的成本不同，进而影响了不同年龄段劳动力面对负面冲击时向其他部门进

行就业转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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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当地不同年龄劳动力的跨部门就业调整

 

其次，本文按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将劳动力群体分为 6 组，以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

的劳动力面对负面冲击时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就业调整的情况。图 2 的结果显示，对于在制造

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而言，出口增速放缓主要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产生负面影响，不同

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就业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且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

均出现了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情况，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跨部门调整的情况更加明显。

直觉上说，当一个地方出现出口增速放缓等负面冲击时，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往往是

低技能劳动力，而低技能劳动力由于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较低，使得该群体更容易受到负面

冲击而转移到其他部门。

赵春明、李    震、李宏兵：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

① 表 4 中第（5）列的回归结果与表 3 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个人问卷的数据中部分个人有工作而没有填写具体的工作部

门，但结果均显著为负，并未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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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当地 15−49 岁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跨部门就业调整

 

（三）当地不同就业身份之间的就业结构调整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城市出口增速放缓对参与工作的劳动力在不同就业身份之间进

行调整的影响，以分析劳动力面临外部贸易的负面冲击时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就业

转变。非正式公司通常不雇佣工人，大部分是自雇和自营形式的工作。①表 5 的结果显示，劳动

力的就业调整也显著地存在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列（1）和列（3）的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增长幅

度每下降 1 000 美元/人，当地劳动力以雇员就业身份参与工作的概率将下降 2.2%，以自雇形式

的就业身份参与工作的概率将提高 1.9%，表明在出口增速放缓程度较大的城市，劳动力以雇员

就业身份参与工作的概率显著下降，而以自雇形式的就业身份参与工作的概率显著上升。此外，

与前文一致，劳动力在不同就业身份之间的转变存在调整成本，自雇形式的就业身份参与工作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雇员就业身份参与工作下降的趋势，而在出口增速放缓程度较高的城

市，如列（4）所示，劳动力以任一就业身份参与工作的净效应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不同就业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劳动力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就业调整。La Porta 和

Shleifer（2008）研究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自雇形式的就业身份与各种非正规就业形式高度相关。

McCaig 和 Pavcnik（2018）研究发现，越南出口市场的开放使得当地劳动力资源在非正规部门与正

规部门之间得以重新配置，并且降低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而促

进了当地整体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速放缓使得当地劳动力参与

非正规就业的概率得到显著提高。由于年轻劳动力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群体更容易受到

宏观经济负面冲击的影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一结果符合年轻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更倾向

于参与非正规就业的事实。本文的回归结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于贸易负面冲击（如进口竞争）

导致劳动力向非正规部门就业调整的结论相类似（Dix-Carneiro 和 Kovak，2019）。

  2021 年第 1 期

① CLDS2012 个人调查问卷区分了自雇非体力工作者与自雇体力工作者，前者包括无雇员的个体户或店主、自我雇佣的专业技术工作

者，如会计、画家、作家等，后者包括自雇中的非专业技术类与非个体户的所有人员，包括建筑业零散工、街头摊贩、钟点工、自营司机、拾荒、

街头修鞋-擦鞋者、街头洗车人员、街头卖唱卖艺人员等。CLDS2014 和 CLDS 2016 个人问卷中未再区分。由此可见，自雇形式的就业不隶属

于任何组织，属于非正规就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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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出口增速放缓与劳动力不同就业身份之间的调整

（1） （2） （3） （4）

雇员 雇主 自雇 任意就业身份

ExpS hockr,t−1
−0.022*

（0.011）

0.008*

（0.004）

0.019***

（0.004）

0.005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8 613 38 613 38 613 38 613

R2 0.231 0.024 0.044 0.254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从城市出口增速放缓的其他构建方法、工具变量的其他构建方法、出口增速放缓趋

势导致的个人预期效应以及当地内需增速变化等方面做进一步讨论，以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

性。①具体考察前文中的 5 个对象：劳动力是否参与工作、到制造业部门参与工作的概率、到服务

业部门参与工作的概率、劳动力以雇员身份就业的概率和以自雇形式就业的概率。

1. 基于国家-产品总出口构建“Bartik”城市出口增长。基准回归的出口增速放缓由当地企

业-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交易数据加总得到，本文将利用各城市在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专业化分

工这一事实，以 2010 年每个城市-产品出口与该产品总出口的比率为权重，将国家-产品层面的

出口值加权平均到城市层面。直觉上说，由于不同产品的出口集中度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差异，

国家-产品层面的总出口增速放缓在不同城市造成的冲击不同。这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

健的。

2. 工具变量的其他构建方法。中国的出口增长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需求相关。如果除中国

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速放缓的话，即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国在同时期出现了进口需求放缓的情况，那么中国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增速也会出现放

缓，而前者不会受到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干扰。因此，本文根据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对中国 10 大贸易伙伴国的出口事实重新构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

健的。

3. 出口增速放缓趋势导致的微观个体预期效应。本文在基准回归时将城市出口增速放缓这

一指标滞后一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劳动力就业供给对当地出口增长的反向因果效应。但

值得注意的是，当出口增速放缓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时，出口增速放缓趋势所导致的微观

个体预期因素也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调整产生影响，即如果劳动力个体意识到未来出口增速出

现放缓这一趋势，那么他们会根据未来预期进行就业调整。因此，为了排除微观个体预期因素对

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本文进一步考察 t+1 期的出口增速放缓是否会对 t 期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调

整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采用 2012 年和 2014 年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对 2012−2013 年和

2014−2015 年的出口增长放缓进行回归。表 6 的结果显示，虽然回归系数的符号方向与基准回

归结果基本一致，但统计上不再显著，表明未来出口增速放缓的趋势所导致的微观个体预期效

应不会对当期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产生显著影响。

赵春明、李    震、李宏兵：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

① 本文讨论了劳动力迁移在出口增速放缓影响劳动力市场就业表现中的作用，发现其不会对基准结果造成干扰。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

告所有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或参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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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排除微观个体预期因素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当前工作状态 制造业部门 服务业部门 雇员 自雇

ExpS hockr,t−1
−0.054
（0.042）

−0.015
（0.021）

0.027
（0.021）

−0.003
（0.038）

−0.005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8 161 28 161 28 161 28 161 28 161

R2 0.113 0.132 0.154 0.227 0.049
 
 

4. 城市内需增速变化的就业效应。城市内需增速放缓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调整有着与

出口增速放缓（外需增速放缓）类似的作用。如果内需增速变化在不同城市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那么可能与面临出口增速放缓的形势相似，也会对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调整产生差异化影

响。本文进一步控制城市内需增速放缓，以排除其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干扰。指标构建如下：

AbsS hockr,t =
∑

j

Emp jr,2008

Emp j,2008

∆Absorption j,t

Lr,2010

（5）

Absorption j,t = S aleValue j,t −Export j,t

Emp jr,2008/Emp j,2008 AbsS hockr,t

其中， ，表示行业层面的内部需求，由工业销售值与出口交货

值进行差分得到； 表示每个城市的产业就业结构。通过式（5）的构建，

表示城市层面 t 期与 t−1 期的内部需求冲击。在控制城市内部需求冲击后，重新对方程（1）进行

回归。表 7 的结果显示，城市内部需求冲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调整；

而在控制这一因素之后，出口增速放缓的就业调整效应依然稳健。
 

表 7    排除当地内需增速放缓因素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当前工作状态 制造业部门 服务业部门 雇员 自雇

ExpS hockr,t−1
−0.052**

（0.024）

−0.027***

（0.010）

0.026
（0.017）

−0.035**

（0.016）

0.023***

（0.006）

AbsS hockr,t
−0.056
（0.048）

0.003
（0.021）

−0.060**

（0.025）

−0.061**

（0.031）

−0.002
（0.0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8 613 38 613 38 613 38 613 38 613

R2 0.113 0.131 0.161 0.230 0.045
 
 

五、出口增速放缓影响劳动力就业的机制分析

从理论上说，出口增速放缓作为一种负面贸易冲击会对产品相对价格造成不利影响，进而

对当地可贸易部门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冲击。在短期资本固定时，企业维持生产成本进而

以降低劳动力需求的形式将贸易负面冲击转嫁给劳动力：一方面，劳动力失业的原因主要来自

企业层面，如企业经营不善、裁员等；另一方面，未就业劳动力的求职情况更加困难，如工作单位

对劳动力的要求提高、劳动力求职时对全职工作的要求下降等。因此，本文将从当地可贸易部门

与非贸易部门企业的经营绩效、劳动力失业原因以及未就业劳动力的求职表现三个方面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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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放缓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背后机制进行探讨。

（一）当地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企业经营绩效

由于国有企业除了实现自身财务利润最大化目标之外，还需要在面临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

冲击时起到稳定就业的社会服务功能。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更能反映产品市场与劳

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因此，本文采用 2011−2015 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中可贸易部门与

非贸易部门的企业雇佣员工人数、企业营业收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以及企业市盈率

来分析城市出口增速放缓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①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列（1）是出口增速放

缓对企业雇佣员工数量的回归结果，面板 A 显示出口增长放缓幅度与可贸易部门企业雇佣员工

数量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 10%，当地可贸易部门企业的雇佣员工数量

将下降约 1%。这一结果从企业层面印证了前述采用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得到的出口增速放缓

具有就业抑制效应的结论。面板 B 显示非贸易部门企业的雇佣员工数量呈上升趋势，其背后的

经济学含义是，当地劳动力从受出口增速放缓直接影响的可贸易部门向无直接影响的非贸易部

门进行重新配置；统计学上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劳动力供给并非完全弹性及部门之间

存在劳动力迁移成本使得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并不完全。列（2）的结果显示，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

10%，当地可贸易部门企业的营业收入将下降约 1%，这与企业雇佣员工人数的回归结果类似。

列（3）−列（5）的结果显示，出口增速放缓会降低可贸易部门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以及

市盈率，而非贸易部门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以及市盈率会呈现出与可贸易部门企业

方向相反的结果，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综合这些证据可以发现，出口增速放缓会对当地可

贸易部门企业的经营绩效造成负面冲击。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出口增速放缓是如何使得

企业以降低劳动力需求的形式将贸易负面冲击转嫁给工人的。
 

表 8    机制检验：出口增速放缓与当地企业经营绩效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员工人数 营业收入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市盈率

面板 A：可贸易部门

ExpS hockr,t
−0.096**

（0.047）

−0.099**

（0.050）

−0.559**

（0.047）

−0.071**

（0.029）

−222.0
（137.6）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584 5 586 5 542 5 590 4 811

R2 0.198 0.208 0.008 0.097 0.011

面板 B：非贸易部门

ExpS hockr,t
0.103

（0.110）

0.060
（0.144）

0.019
（0.104）

−0.098
（0.085）

211.4*

（0.104）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 086 2 080 2 067 2 088 1 791

R2 0.206 0.248 0.020 0.102 0.084
 
 

（二）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与未就业劳动力求职

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剖析当地劳动力失业的原因以及未就业劳动力的求职表现，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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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放缓通过企业经营绩效影响劳动力就业提供间接证据。

首先，本文对出口增速放缓导致当地劳动力失业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如果出口增速放缓

对当地企业的经营绩效造成负面冲击，那么劳动力失业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工作层面的因素，如

企业经营不善、裁员等。表 9 是出口增速放缓影响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当

地劳动力失业来自家庭、个人健康以及其他方面原因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来自工作层面原因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中，列（4）的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增长幅度每放缓 1 000 美元/人，当地劳

动力因企业经营不善而失业的概率将上升约 0.7%，即出口增速放缓程度较大城市的劳动力失业

原因主要来自企业层面。这一结果从劳动力失业原因的层面印证了上述采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

数据得到的结论，即出口增速放缓对当地可贸易部门企业的经营绩效会造成负面冲击，进而使

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
 

表 9    机制检验：出口增速放缓与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家庭原因 个人健康原因 工作原因：正常工作变动 工作原因：企业经营不善 其他原因

ExpS hockr,t−1
0.006

（0.005）

−0.003
（0.004）

0.023***

（0.008）

0.007**

（0.008）

−0.001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8 613 38 613 38 613 38 613 38 613

R2 0.061 0.033 0.142 0.024 0.025
 
 

其次，本文对出口增速放缓导致当地未就业劳动力的具体求职表现进行分析。如果出口增

速放缓对当地企业经营绩效造成负面冲击进而使劳动力失业，那么经济环境的恶化会在一定程

度上使得当地劳动力的求职变得更加困难。表 10 是出口增速放缓影响当地未就业劳动力求职

表现的回归结果。列（1）的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 1 000 美元/人，未就业劳动力因

求职岗位因素而未找到工作的概率将上升约 2.2%，表明在出口增速放缓程度较高的城市，未就

业劳动力求职困难的原因主要来自求职岗位因素，如没有合适的工作、找不到任何工作等。列

（2）的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增长幅度每下降 1 000 美元/人，未就业劳动力因求职歧视因素而未找

工作的概率将上升约 2.3%，表明在出口增速放缓程度较大的城市，劳动力求职在过程中更容易

受到年龄歧视、技能歧视等。至于未就业劳动力未来的求职打算，列（3）与列（4）的结果显示，出

口增速放缓使得未就业劳动力未来一年打算求职的概率下降，并且在求职过程中对全职工作的

需求下降。总体而言，表 10 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增速放缓使得未就业劳动力的求职变得更加困

难，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前述原因一致，即出口增速放缓会对当地企业的经营绩效造成负面

冲击，进而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就业条件恶化。

表 10    机制检验：出口增速放缓与当地劳动力求职表现的回归结果

（1） （2） （3） （4）

未找工作原因：求职岗位因素 未找工作原因：求职歧视因素 未来一年是否打算找工作 是否在找全职工作

ExpS hockr,t−1
0.022*

（0.013）

0.023**

（0.011）

0.048*

（0.026）

−0.005**

（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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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证据可知，本文从当地劳动力失业原因与未就业劳动力的求职表现两个方面印证

了采用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得到的结论，即企业以降低劳动力需求的形式将贸易负面冲击转

嫁给工人，从而为验证企业经营活动是出口增速放缓的劳动力就业效应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间接

证据。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研究方法和思路，尝试从出口增速放缓的视角

重新审视国际贸易与区域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关系，重点并详细考察了 2010−2015 年由全球

总体贸易需求下降所导致的中国不同城市出口增速放缓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表现以及劳动

力就业调整的影响，试图就出口增速放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这个问题做出合理的揭

示和解释。本文实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城市出口增速放缓显著抑制了当地 15−64 岁劳

动力的就业概率，城市出口增幅每放缓 1 000 美元/人，当地劳动力就业的概率将下降 3.7%。本文

的所有样本城市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出口增速放缓趋势，2012−2016 年出口增速放缓程度 75 分

位数城市的劳动力就业概率比 25 分位数城市累计下降了约 1.4%。上述结论从城市出口增速放

缓的视角说明了贸易影响就业的相对效应。（2）出口增速放缓使得当地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与不

同就业身份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具体表现为：劳动力到制造业部门就业的概率下降，劳动力向服

务业部门进行就业转移以应对负面的贸易冲击。跨部门就业调整主要体现在年轻劳动力和受教

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群体中。此外，出口增速放缓会使得劳动力从雇员就业身份向自雇就业身

份进行调整，这一结果反映了劳动力通过参与非正规的就业形式以应对负面贸易冲击的事实。

（3）本文从企业层面对出口增速放缓影响当地劳动力就业的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出口增速放

缓会对当地可贸易部门企业的经营绩效造成负面冲击，如降低企业雇佣员工数量、企业营业收

入、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及市盈率等，同时非贸易部门的企业绩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一

负面冲击。因此，企业会以降低劳动力需求的形式将负面贸易冲击转嫁给工人，主要表现为劳动

力失业的原因主要来自企业层面因素以及未就业劳动力的求职更加困难。

本文的研究结论刻画了全球总体贸易需求下降导致的中国出口增速放缓与区域劳动力市

场就业表现、当地劳动力在不同就业部门与不同就业身份之间重新配置的关系，对我国当前形

势下稳定外贸发展和劳动力就业、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当前的

国际贸易形势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外贸需求下降、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

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和凸显。为此，我们需要实施新一轮高质量对外开放举

措，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如着力深化与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扩展和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推动出口与进口协同发展，如举办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拓展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贸易促进平台建设以扩大内需，制定科学合理的对

外开放政策来化解贸易政策风险，以便获得相对稳定的外部宏观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稳

定与高质量发展，从而有效降低和消解由于出口增速减缓而对地区劳动力调整产生的负面冲击

 

续表 10    机制检验：出口增速放缓与当地劳动力求职表现的回归结果

（1） （2） （3） （4）

未找工作原因：求职岗位因素 未找工作原因：求职歧视因素 未来一年是否打算找工作 是否在找全职工作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8 613 38 613 38 613 38 613

R2 0.109 0.108 0.113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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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利影响。其次，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我们应明晰劳动力在面临国际贸易发展新形势中的就业

状态、跨部门就业调整、不同就业身份的转变以及求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演变趋势，合理布局

产业结构，降低外部风险对劳动力市场的传导效应。同时，应促进国内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进一步落实户籍管理制度的开放与解除措施，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培育如快递、网店等新型就

业型态，引导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完善新型就业形态及非正规就业形态发展的制度建设，保障

新型就业形态与非正规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构建更为顺畅的劳动力就业保障机制，如求职

培训、劳动力技能培训等，以增强劳动力抵御外部不确定风险冲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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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xport Slowdown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in Local Labor Market

Zhao Chunming1,  Li Zhen1,  Li Hongbing2

(1. Business School，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Beijing 100876，China)

Summary: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prominent external environmental risk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hina’s promotion of an all-round opening-up patter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stabi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and ensuring priority employment of labo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Fac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eclining foreign trade demand，what

is the employment performance of China’s labor market？How does the labor force adjust？What role do the

firms play in i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this paper builds a “Bartik Instrument” for regional export slowdown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decline of global overall trade demand，and examines its impact on employment adjust-

ment in China’s local labor market，using data of China’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from 2010 to

2015 and China’s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in 2012，2014 and 2016. The study finds that：First，export

slowdown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probability of the local labor force aged 15-64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For each $1，000 decrease in the growth of export per capita，the probability the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work decreases by 3.7%. Second，local workers are re-allocated between different employment sectors and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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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t employment statuses. Specifically，the employment probability of manufacturing declines，and the em-

ployment probability of service industries rises.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young workers and the workers

with lower education. In addition，export slowdown has caused the labor force to adjust from an employee’s

employment status to a self-employed status，which reflects the fact that people participate in informal forms

of employment in response to negative trade shocks. Third，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shows that export

slowdow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local manufacturing firms，which will pass on negat-

ive trade shocks to workers in the form of reduced labor demand，while the performance of service firms has

cushioned this shock to some extent. The reasons for the unemployment mainly coming from firm-level factors

and the more difficult job hunting further provide indirect evidence for this mechanism.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hina’s dual stra-

tegic goals of effectively resolving trade risks and further promoting employment priority. We need to formu-

late scientific trade policies to resolv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promote the stability of China’s trad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addition，we also need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ypes

of employment and build a smoother labor employment security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people’s ability to

withstand the external uncertain risks.

Key words:  export slowdown； local labor market； employment adjustment； firm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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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poor coercive power，the supervision effect was poor. Due to the unsatisfactory supervision system，

commercial banks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ir own risk management construction，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Bank Guild to deal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risk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Bank Guild，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under the early weak government

supervision system in modern China，and even led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ntire banking industry from the out-

side，and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due to the officialization of banks，the government’s supervision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contin-

u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 entire supervisory system was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government’s lead-

ership，and the supervisory role of Bank Guild was gradually weakened.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Firstly，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gov-

ernment and Bank Guild，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nges in the banking supervision system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Bank Guild，sorting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s in the banking supervision system，as well as filling in the blank of relevant banking supervision sys-

tem research. Secondly，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past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e

changes of modern supervision system. The first is to clarify the supervisory body and maintain independent

supervision；the second is to refine the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mandatory binding force；the third is to main-

tai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banking 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a； commercial banks； supervision system； Bank Guild

（责任编辑  景　行）

  2021 年第 1 期

•  152  •


